Beza, Theodore 伯撒（1519～1605） 伯撒是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在日內瓦的繼承者，也是公認的日內瓦正統主義領袖，改革宗（Reformed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}）*的主要發言人。他在日內瓦曾先後出任教士的議長（1564～80）、學會（Academy）的會長（1559～63）和神學教授（1559～99）。此外，透過幾代的學生、牧師，以及個人認識或與他有書信來往的男女，他對各階層人士的影響遍及法國、英國、荷蘭、波蘭和德國；但至終說來，伯撒是透過其所寫的書而成為一代宗師，無論是立言成書，或與人辯論問題，在在都顯出真切的洞見；更重要者，是他成為改革宗信仰的權威代表。他一共寫了超過一百篇文章，論及的題目有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*、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*和教會（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*。他最重要的書是《新約》（Novum Testamentum），在1565年獻給英女皇伊麗莎白。
怎樣解釋伯撒的思想，和界定他在加爾文主義（Calvi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50,Name=Calvinism}）*的地位等問題，確曾引起過一番爭議。當他還活著的時候，人一直相信他是忠於加爾文思想的。到了十七世紀中葉，英國的黑倫（Peter Heylyn, 1600～62），和歐洲內陸的亞目拉都（Amyraut{\LinkToBook:TopicID=122,Name=Amyraldism}）*均認為，伯撒說的過於加爾文所說的，亦即他把加爾文的神學推向一個更絕對、更強化的地步；這些意見沒有受到當代人注意。到了十九世紀中葉，海伯（Heinrich Heppe, 1820～79）發表論文，研究伯撒怎樣發展加爾文主義中的理性因素，立時得到回響；但超乎海伯所能想像的是，他反對的理性因素，卻是人欣賞加爾文主義的原因，他們認為理性因素是使加爾文主義更具統一性的理由。到了二十世紀中葉，潮流轉向歷史編纂，因著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*神學而帶來革命性的看法，人對加爾文的思想又有不同的解釋；這時人比較接受一種活動的、以基督和聖經為中心的神學，過於伯撒那種較以形上學（Metaphysics{\LinkToBook:TopicID=786,Name=Metaphysics}）*，及系統解釋的加爾文主義。
可以肯定的是，伯撒的著作相當倚重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*的形上學{\LinkToBook:TopicID=786,Name=Metaphysics 形上學}*，較重辯證，對教父（Patri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910,Name=Patristic Theology 教父學}）*的權柄比較信賴，而整體地看，也比較看重系統性和一致性︰所有這一切，都使加爾文主義看起來更具邏輯，成為更無懈可擊的真理。不過這不等於說伯撒就是本於神諭旨的形上思想，來使加爾文主義變成一種惟理的混合物，或說伯撒與十七世紀改革宗的經院哲學，有什麼直接的關，如德國釋經學派所強調的那樣。
近代研究使我們對這個理論有一新的看法。伯撒的教育以法國人文主義（Hum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1,Name=Humanism}）*為其框框，這對他的神學形式與內容，都有深遠的影響。法國的人文主義是本於希臘和羅馬的文學模式，特別看重修辭學和倫理的教導，以及古典經籍的思想。此外，伯撒在巴黎吸收的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和哲學思想，只在他的作品中模糊地顯現出來，這與中世紀經院哲學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*那種專門的、非個人的，且愈來愈深奧難明的作風大不相同。將伯撒從經院哲學分別出來，使他與加爾文以宗教及聖經為中心的神學思想結合在一起的，其實正是法國人文主義的文學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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